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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应得”是当代分配正义的重要概念，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等人语境中的

“应得”对应的英文词汇是 ｍｅｒｉｔ，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应得”（ｄｅｓｅｒｖｅ）有很多不同。前者指基于德性来应得

公共职务，后者是基于理性个体的行动应得社会基本益品。“应得”从古代 ｍｅｒｉｔ到近现代 ｄｅｓｅｒｖｅ的范式转型

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２０世纪以来，约翰·罗尔斯等人对“应得”和“反应得”的区分再次深化了对这一问题

的思考。当代“应得”的讨论还突破传统的问题域，在“代际应得”和“全球应得”等论域实现了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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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的出生就像一粒种子被丢弃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幸运地落在肥沃的土壤中，有的人则

不幸地落在了贫瘠的石缝里。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人们不同的状态：有人出生名门望族，自幼天赋异

禀，体格健壮；也有人生于普通家庭，资质平平，更有甚者出生寒门，却又痴笨愚钝，体弱多病。每个人出

生后都会面临不同的生活前景，无法在出生前就知晓和控制即将来临的幸运与不幸。不管出生后的状

态有多不同，这些都是他们的“应得”吗？事实并非如此。自古至今，对“哪些人应得”和“应得什么”的

论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厘清“应得”的古今差别，描绘它在当代社会的多维面相，对于消解有关“应

得”的诸多疑问，理解当代的分配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应得”：从 ｍｅｒｉｔ到 ｄｅｓｅｒｖｅ

《理想国》开篇记叙了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的对话，玻氏说，“正义就是欠债还债”，苏格拉底纠正

了此类说法，指出正义是“给每个人适如其分的报答”①。同样的观点可见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克马可

伦理学》中，亚氏认为（分配）正义实质上就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②《政治学》中也有类似表达，“正

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应得）相等的事物。……

不平等的人就该配给（应得）不平等的事物。”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正义看作是给予个人之应得的观

念一直影响着后人。当代分配正义理论强调的国家有义务让每个人获得基本的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

其实也是延续了古代的正义形式，即（分配）正义就是给予人们应得之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古今正

义的抽象形式是一致的，但是它在“应得”的具体指向上有显著差别。

第一个差别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语境中，“应得”更接近于英文词汇 ｍｅｒｉｔ，而非当今常用的
ｄｅｓｅｒｖｅ。虽然这两个词都能够表达出“应得”的意思，很多人也经常替代使用。但是严格来说，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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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并不相同。ｍｅｒｉｔ的历史更古老，在词义学上更接近于拉丁语“ａｘｉａ”，“ａｘｉａ”主要与“道德所得”相
关，所以 ｍｅｒｉｔ有德性或者功绩的意思，作动词理解也是指依道德或德性而得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名
言“分配的公正要基于某种配得（ｍｅｒｉｔ）”①，正是要强调公正的分配和一个人的德性有关，只有具备或者
表现出某种与分配相匹配的德性，才能称得上是他的应得。他曾以分配笛子为例，擅长吹笛子的人必须

具有吹笛子的技艺，才应得（ｍｅｒｉｔ）分配给他笛子，此时德性表现为吹笛子的技艺；若分配的是公共职
务，那被认为应得城邦公职的人只能是具有公共责任感的城邦公民，德性表现为个人的公共责任感。

但是，现代社会不会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按德性或功绩来应得（ｍｅｒｉｔ）。原因是两个时代对“人”
的看法有根本差别。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如果仅仅因为是“人”就应得某物，那是非常荒唐的。他

们主张，人与人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诸如穷人这类的缺乏德性的群体是特别堕落的阶层，是根

本不配得到任何东西的人。②所以，现代社会宣扬的救助穷人的口号，在亚氏看来很可能是富人表现慈

悲心肠施恩惠的方式，与穷人是否“应得”没有任何关系。质言之，亚氏等人所言的“应得”（ｍｅｒｉｔ）只和
德性相关，要么是他具备某些良好的品质，要么是他表现出某些非常应得那种东西的行为，即个人 Ｐ 由
于德性 Ｑ而应得（ｍｅｒｉｔ）物品 Ｘ。

现代社会的基本信条是，不论人们具有何种品质，身处何种地位，任何作为社会成员的任何理性个体

在道德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据此，他们都会应得（ｄｅｓｅｒｖｅ）某些社会必需品，其中可能既包括维持基本生活
的必须物品，还包括免于政治暴力干涉的自由，基本的私有财产权利等等。从这个角度看，ｄｅｓｅｒｖｅ 是个现
代用语，它不是特别依赖德性，而是更多依靠“人之为人”和其行动本身。就像我们说一个智商测试超过

１５０的人 ｍｅｒｉｔ高智商俱乐部会员，却不说他 ｄｅｓｅｒｖｅ 这一荣誉；我们也会说某个身高超过２．３米的 ｍｅｒｉｔ 当
地巨人比赛的桂冠，也不说他 ｄｅｓｅｒｖｅ这一奖励。这是因为智商和身高不是拥有者凭借自己的意图或努力
行动挣来的，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老天的眷顾恰巧就拥有了这些好运，他们也无法凭借自身能力

对好运进行控制，这些好运（德性）的分配既是随意的，也是偶然的。所以，与古代重视偶然的德性不同，现

代社会相对更加强调理性个体之间实质的平等，例如在拥有平等机会的前提下，个人凭借具体行动才能证

明“应得”的合理性，即个人 Ｐ 由于行动 Ｓ应得（ｄｅｓｅｒｖｅ）物品Ｘ。
第二个差别是古今“应得”的对象不同。古代分配给人们的（应得的）是公共职务（政治权力）。柏

拉图的分配正义是要把政治责任分配给最有公共精神的人，亚里士多德采用算术平等和比例平等的方

案，根据财富多寡和自由身份等标准将公共职务分配给城邦公民。现代社会实现的则是对社会生活必

需品的分配，或者说是对社会基本益品（ｇｏｏｄｓ）的分配。需要指出的是，当代学者对何为基本益品有着
不同看法，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认为基本益品是那些人之为人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包括权利和自由、
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等。③德沃金（Ｒｏｎ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认为基本益品应该和“资源”有关，功利主义主张基
本益品是“福利”或“效用”，阿玛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和努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认为对基本益
品的分配应该确保人的基本“能力”的平等化。即便如此，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应得的对象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现代社会不像古代那样尊崇等级森严的身份制，相反，公共职务和政治职位能够平等地向每个

人开放，而且伴随着私人领域的孕育而生，人们不再一味追求公共职务，而是转向私人领域益品的分配。

从上述的两个差别来看，“应得”概念从古至今的发展可以看作为一种概念范式的转型，即从古代基于

德性来应得（ｍｅｒｉｔ）公共职务，转变为现代社会基于行动来应得（ｄｅｓｅｒｖｅ）基本益品。转型不是在旦夕之间
实现的，而是历经漫长的过程。从古代到中世纪，个人 Ｐ 由于德性 Ｑ而应得（ｍｅｒｉｔ）物品 Ｘ的信条并没有
多少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在其中加入了基督教神学的因素。例如，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等人一方面接
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再一次强调需要分配的东西是公共职务而不是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为其注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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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的色彩，例如只有上帝法庭而不是人类法庭才能审判人们的应得，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是人们紧急

需要的。①并且，这种神学应得观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统制差不多一直持续到 １７世纪初期。②

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促成了“应得”的古今转型。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应得”

（ｍｅｒｉｔ）观念由于内含森严的等级制和严格的决定论色彩，不再被启蒙时期的人们所接受。这场运动让
每个理性个体意识到他们无需借助外在意志来行动，而是有能力成为自治（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行为主
体。“自治”意味着人们之间的道德地位是平等的，能够自由的选择，也能承担相应的责任。高扬“自

治”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获得一种基于“理性主体”地位的“应得”，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诸多权利就

是这种应得的具体表征。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缘由即当时贵族特权阶层对第三等级合法“应

得”的侵占，醒目的“人人平等”的口号就反映出农民、工人和商人等一些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失去“应

得”之物的愤恨与不满。

而且，启蒙运动之前几乎没有人指出帮助穷人消灭贫困是国家的责任，这也不是正义的要求，至多

被认为是穷人自己的事情，甚至是穷人自甘堕落的“应得”。③哪怕中世纪由教堂建立的穷人救济机构也

只是把救济当作慈善而不是正义的表现，况且虔诚的基督徒会比异教徒或者外来人优先得到救助。④直

到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才逐渐确立这样一种信念：国家能够而且应当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换句话说，分

配或者重新分配财富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启蒙运动以后的“应得”范式变成依靠理性个体的行动获得社会基本益品。古典自由主义鼻祖

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说，“我的劳动使它们（无主之物）脱离了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
产权”。⑤言下之意是，只要不侵犯他人对资源的索取，在我们付出劳动之后，就有足够理由得到我们的“应

得”之物。若是这种“应得”被侵犯，抗争就具有道义的理由。任何理性个体能凭借自身能力在自由市场中

追寻意欲之物，这与当时尊重财富、激励奋斗的社会风气不谋而合。个人不再受缚于身份等级等客观因

素，而是凭借具体行动证成“应得”，这对于启蒙运动之前的封建等级社会来说可谓是巨大进步。

即便如此，启蒙运动以来重视自我选择和自我行动的“应得”观仍然受到很多当代正义论者批评，

尤以罗尔斯为代表。

二　 “应得”与当代正义理论

２０世纪下半叶，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被认为拯救了日趋衰落的政治哲学，激发了人们对正义的
再思考，此后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对《正义论》的回应。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自

由主义理论，尝试在自由与平等之间达致某种平衡，“应得”概念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他用清晰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对“应得”的基本态度：

“我们并不应得自己在自然天赋的分布中所占的地位，正如我们并不应得我们在社会中的最初出发

点一样———认为我们应得能够使我们努力培养我们的能力的优越个性的断言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这

种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早期生活的环境，而对这些条件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⑥

罗尔斯意识到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有致命的缺陷———实质平等的阙如。按照罗尔斯的说

法，古典自由主义的平等只能称作“形式的平等”，即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获取社会地

位。问题在于，每个人在具体行动中都会受到自然的或社会的因素影响，例如天赋的高低、出生的贫富、环

境的好坏等。一个天赋更高、家境更好的人往往比天赋中庸、家境贫寒的人更有机会成功。启蒙运动以来

的“应得”观念，主张由具体行动的结果决定是否“应得”，不关心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很容易遭受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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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认为，对于尚未出生的人来说，他 ／她们未来天赋高低和家境好坏完全是随机的，跟运气因素
有关。我们就只能把天赋所得看作社会的共同资产，共同地属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人有权凭借自

然天赋或社会地位独占社会利益，他 ／她只是因为好的运气才拥有这些天赋与地位，这些好运不是他 ／她
的“应得”。在这层意义上，罗尔斯是一个“反应得”论者。他不同意由个体行动决定“应得”的主张，因

为每个人的行动或多或少会和不受控制的因素有关，例如高智商的人可能相应会获得更多收益。如果

任由运气因素起作用，即纯粹以个人行动评判是否“应得”，这样的社会只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也即是罗尔斯所说的“自然的自由体系”所支配的社会。

既然人们不“应得”基于运气的所得，那什么才是“应得”的呢？在后期《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

罗尔斯更加细致地区分了应得的三种形式：

首先，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观念，即人的品质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德价值（以及一个人特有的美

德），而这种道德价值是由广包性学说（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所赋予的；以及具体行为的道德价值；
第二，合法期望的观念（以及伴随它的资格观念），这些观念是公平原则的另外一面；以及第三，由公共

规则体制所规定的应得观念，而这种公共规则体制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①

罗尔斯排斥第一种所谓的道德应得，因为它与广包性学说有关。当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多元并存的社会，

人们具有相互冲突的善观念，诸多广包性学说很难达成一致规定“道德应得”的内涵。例如功利主义学说可能

很难与德性论在确定“道德应得”内容的所有方面都保持一致。罗尔斯认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应得，即在人们

无知之幕背后选择他的两个正义原则，进而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公平的制度规定了人们的合法期望和资格

观念。此时，人们拥有了基于合法期望和资格的“应得”，正义的社会制度保障“应得”的实现。这种区分表现

出罗尔斯对待古代“应得”观念的基本态度，“道德应得”不会得到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认可。他在《正义

论》中述及亚里士多德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预先假定了什么是应属于谁的，什么是他应得的份额的解

释。而这些应得的权利，我相信通常都来自社会制度及制度所产生的合法期望。”②

所以，罗尔斯的理论中有着两类截然不同的“应得”：一类是他反对的，即独立于制度设计、关乎价

值评判的道德应得，其中也包括《正义论》中提到的基于任意性和偶然性因素分配的应得，我们可以统

称为非制度性应得；另一类则是他赞成的，即根据合法期望和资格所具有的应得，正义制度赋予了这种

应得的正当性，我们统称为制度性应得。罗尔斯在“反应得”和“应得”之间作出区分是要实现“钝于禀

赋”的目标，即避免让自然天赋和社会地位等偶然因素成为决定人们“应得”与否的标准。

与古典自由主义者相比，罗尔斯更加追求实质的平等。在他看来，古典自由主义通过让个体以自由

市场平等竞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正义的做法是失效的。与古典自由主义尊重个体机会平等的主张不

同，罗尔斯的理论除强调公平的机会平等之外，还要求利用差别原则帮助社会不利群体，让随机分配的

自然天赋等偶然要素成为社会共同资产，为社会集体谋利。

当然，罗尔斯的看法也不缺少反对者。诺齐克（Ｒｏｂｅｒｔ Ｎｏｚｉｃｋ）就批评将自然天赋“集体化”的做法。
在他看来，自我所有权具有优先性，如果罗尔斯的理论是要提升个体自主性的话，就不应该否认拥有自主

性的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③诺齐克的批评有一定道理，“自主性”确实是罗尔斯的理论的奠基性概念，

然而将自然天赋集体化却可能会伤害人们的自由选择，以及选择后需要承担的责任。就像高希尔（Ｄａｖｉｄ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批评的那样，在无知之幕打开之后，人们发现实行差别原则的社会制度却没有对人们自然天赋方
面的差别给予适当的承认，也就不会接受这样的制度。④但是这并不代表诺齐克的替代性方案更好。诺齐

克以“持有正义”为核心的资格理论同样可能会伤害一部分人的自主性，尤其会伤害到罗尔斯意义上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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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ｐ．２６２．



不利者（ｌｅａ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ｃｌａｓｓ）。想象这样一些人，他们本身资质平庸，家庭境况较差，如果按照诺齐克的资
格理论来组织社会，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得到基本益品。基本益品既然是人之为人所需要和需求的东西，缺少

它们就相当于没有将人看作“目的”本身。如果诺齐克承认这一点，就会与他的资格理论的前提———人是目

的，不是手段———背道而驰，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说诺齐克也伤害了“最不利者”的“自主性”。

德沃金延续了罗尔斯的讨论，在“钝于禀赋”的基础上增加了“敏于抱负”，这意味着在减少运气等

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后，将“个人选择”作为“应得”的判准。德沃金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诺齐克的

批评，因为给予个人选择足够的空间，也就是给予自主性足够的重视。然而，即使来自个人选择的应得，

也需要面对很多反对意见。例如，个体的选择很可能会受到自然能力、技能等开放因素的影响。谢尔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ｈｅｒ）指出，一般情况下拥有更高天赋的人在相同条件下也会选择更努力，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
很难折算他的应得与幸运的关系。①同时，个体选择的应得还诉诸了未证问题（ｂｅ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当我
们在日常事务中做出个人应得的主张时，我们并不探求个人对某物是否具有终极控制，“钝于禀赋，敏

于抱负”的方式会使我们陷入对“应得”基础的不断追寻和倒退的痛苦之中。②

除自由主义内部批评之外，多元主义者米勒（Ｄａｖｉｄ Ｍｉｌｌｅｒ）试图论证“应得”首先是一个前制度性的
概念，③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恩（Ｇ．Ａ．Ｃｏｈｅｎ）也从“优势获取的平等”的视角表达了对“何种基本
益品”的不同看法。④

这里暂不论这些批评是否合理，从这些论争可以看出当代分配正义是以“应得”作为基本问题展开的，

一方面是关于应得基础的争论，在努力、贡献、需要或者其他基础之间，哪个或者哪些才能成为应得的合理

依据？另一方面是关于应得什么的争论，是应得罗尔斯的“基本益品”，还是德沃金的“资源”，抑或科恩的

“优势获取的平等”？承认应得究竟是承认哪个或哪些形式的应得，反应得又是反对何种形式的应得？如

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建构分配正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更形象地说，分配正义是在“反应得”

和“应得”之间徘徊，无论一个分配理论最终沉锚于何处，都不可能避开对应得命题的回应。

三　 “代际应得”和“全球应得”

理论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照应着社会现实，“应得”论题也是如此。当代社会的新发展———譬如对可

持续发展和全球化的强调———也拓展了“应得”的论域。上述的“应得”讨论主要限于有确定成员和边

界的共同体，我们既没有讨论“无确定成员”的情况，即一种指涉当前尚未出生的世代之应得，也没有讨

论超越共同边界的可能，即一种全球维度的正义应得。然而，突破“应得”的传统问题域，不仅是其理论

内涵的合理延伸，也是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一）未来世代的应得

《正义论》中，罗尔斯不仅关注了同代之间的分配原则，还注意到了代际之间资源分配问题。他说，

“社会正义的问题既在一代人中出现，也在代与代之间出现，例如有关恰当的资金储存率和自然资源及

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⑤所以，罗尔斯特意将正义的“储蓄原则”纳入到两个正义原则中，使得“无知之

幕”背后的缔约各方在确保自己拥有适当发展资源的同时，也合理地为后代进行储蓄。很明显，罗尔斯

预设了“代际应得”的存在，未来世代与当代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虽然他们尚未出生，但是我们也

应该顾及到他们的利益，有义务为他们保留适当的资源。然而，尊重未来世代的“应得”听起来似乎有

理，却必须先回答一个艰涩的哲学难题：我们如何才能证明后代———尤其是那些尚不存在的后代———是

拥有应得权利的？又如何证明受不同政策选择影响的个人具有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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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帕菲特（Ｄｅｒｅｋ Ｐａｒｆｉｔ）提出的人格“非同一性难题”。（ｎ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ｒｏｂ
ｌｅｍ）。因为当代人的行为与政策对后代会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可能影响到未来世代人口规模的大小，还
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所以，当代人的某个决定，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某个特定个人在未来时间
的存在与否，即本来应该存在的人事实上没有存在，本来不会存在的人却拥有了生命，从而造成所谓身

份“非同一性”的吊诡。①

“非同一性难题”如果成立，会直接消解当代对于未来世代的责任。原因在于当代人即使不采取储

蓄原则，也谈不上是对未来世代的伤害，只要我们承认帕菲特说的“人的存在始终是有价值的”，那么无

论如何，当代人的不作为也比虽作为却导致这批人未来根本不出生的结果要好。未来世代也没有任何

理由抱怨当代人的政策，因为当代人至少给了后代人的生命。因此，要证成未来世代的“应得”，就必须

在哲学上驳倒“非同一性难题”的论证。

很多学者进行了尝试，如权利论者费恩伯格（Ｊｏｅｌ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艾尔（Ｄｅｎｎｉｓ Ｅａｒｌ）等人从“未来世代有
实现自身利益的权利”的角度进行论证，社群主义者德夏里特（Ａｖｎｅｒ ｄｅＳｈａｌｉｔ）从“跨代共同体”中表明
我们对未来世代的义务。②在此，笔者也提供一种反驳的思路。从正义和公平的角度来说，我们谈及对

未来世代的责任时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个人，而是针对整个未来世代的群体。所以即使按照帕菲特的

说法，这个特定个人没有权利抱怨前代人糟糕的政策，但是不意味着整个未来世代没有权利进行抱怨。

因为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当前的行为会影响到未来哪些具体个人的命运，但是他 ／她们作为一个整体毫无
疑问会受到影响。这就像即使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发生在某个具体个人身上时，与这个人无关的人，甚

至是非同一种族或性别的其他人，都会出于正义和公平的理由予以谴责。

如果能够以正义与公平之名消解“非同一性难题”，我们就可以说，当代人对于未来世代负有义务，

未来世代也“应得”一个至少不亚于当代人生存条件与质量的社会。实际上，不论未来世代应得的多与

少，他 ／她们拥有合理“应得”这一判断本身也明显比“非同一性难题”更符合我们的常识。
（二）全球维度的应得

关于“全球应得”的讨论同样肇始于罗尔斯。他在《万民法》中提到，两个正义原则只适用于“生而

入其中，死而出其外”的“域内社会”，国际社会不具有“域内社会”封闭自足的特点。所以，他不愿意承

诺一种全球范围的正义“应得”，也不认为类似于差别原则的再分配正义原则是值得向往和可行的。在

他看来，差别原则只适合于实行自由民主制的“体面社会”（ｄｅ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对于那些忽视基本人权的等
级制社会或者法外国家（非体面社会），差别原则是失效的。所以罗尔斯指出，除了“体面社会”的人民

之外，其余地区的人不应得全球分配产生的利益，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自身不愿意接受自由主义原则运

用于他们的社会。这个结论遭到许多世界主义者的批评。阿克曼（Ｂｒｕｃｅ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说《万民法》的做法
所倡导的是一种灾难性的政治妥协。③卡尼（Ｓｉｍｏｎ Ｃａｎｅｙ）认为，《万民法》具有的缺陷使它与现实的国
际关系几乎不具有相关性，也很难为我们解决当代的国际问题提供建设性的帮助。④

很多文献卓有成效地论证了全球资源分配中“非体面社会”的公民同样具有类似于“体面社会”的

公民的应得。⑤笔者同样认为，一种全球维度的“应得”也是必要的。我们可以用一种经验主义思路来证

明。以气候变化为例，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区域性的。全球性在于没有国家能

够躲避气候变暖产生的不利影响，区域性在于有些国家（例如太平洋岛国）明显囿于综合国力的缺陷而

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国家居民的处境也明显更差。为了避免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灭顶之灾，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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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显然比有些发达地区的居民更迫切得到全球性的气候资源分配。而且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

不发达国家往往比发达国家更期待资源的全球分配。从这种经验主义思路出发，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

论的预设是有缺陷的。这种全球性的资源分配仍亟须解决如下几个难题：

（１）“全球应得”的理论困境。如前所述，过去人们对“应得”的理解主要局限在“域内社会”，“全球应
得”要求将正义理论推广到国际层面。在论述“域内社会”的“应得”问题时，通常预设“域内社会”是一个

互惠合作的社会，每个人都能从这种互惠合作中获利，但是很难说国际社会也是这样一种互惠合作社会，

很多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并没有参与全球合作。因此要求发达国家去帮助不参与合作的不发达国家及其国

民，必须要在逻辑上修正和完善正义理论的预设。其次，罗尔斯以“最不利者”作为“域内社会”分配“应

得”的起点，但是国际社会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在确定理论基点时，不管是基于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

不平等，还是仅仅基于大多数贫穷国家之绝对水平的匮乏的做法，都会顾此失彼。所以米勒才用“后果责

任”和“补救责任”的概念阐释“全球应得”，而非像平等主义者那样侈谈全球资源分配。①

（２）现实主义者的挑战。实现全球正义要求打破国家之间的边界，赋予所有世界公民同等的权利和
利益（平等的“应得”）。但是这种带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全球分配，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

和理想的目标。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只是利益关系，没有正义可言。内格尔（Ｔｈｏｍａｓ Ｎａｇｅｌ）预测说，
走向某种全球正义的最可能的路径是，产生能被当前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利益所容忍的全球权力结构，但是

这种结构明显是不正义与不合法的。②吊诡的是，这个强大的超国家权力组织目的并不是为了正义，而可能

只是为了交涉当前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内格尔是对的，我们讨论全球维度分配“应得”就不是以“正

义”之名，倒更像是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显然，这种“全球应得”的分配机制不是我们想要的。

（３）民族主义的挑战。民族主义认为，全球正义不仅会消解民族国家的边界，也会消解民族身份与
民族文化，后者能够为民族共同体中的成员提供重要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金里卡（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ａ）指
出，民主政治是“以本土语言为基础的政治”，即“对政治问题的争论”最好是用自己民族的本土语言和

文化③，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正义带来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消解又能对社会正义有多少助益呢？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阐释了古今“应得”的范式转型———从古代 ｍｅｒｉｔ到当代 ｄｅｓｅｒｖｅ的转变，指出启蒙运
动赋予了“应得”新的话语权力和解释能力，让“应得”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依赖于德性，分配的对象也

不再局限于公共职务。现代“应得”理论视每个理性个体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人们可以凭借自身行

动，而不是依靠外在意志来应得社会基本益品。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再次深化了对人们“应得”论题的思考。他对“应得”和“反应得”的区分让人们意

识到，“应得”不应该受到自然天赋和社会地位等偶然因素的支配。所以，在他看来，一种公平的应得观应

当建立在“钝于禀赋”的基础之上。然而，就像很多学者指出的，罗尔斯的处理方式也富有争议。但是，这

些争议本身足以说明，围绕“应得”的相关问题值得所有人认真思考。而且，除了本文论述“代际应得”和

“全球应得”外，还有学者在人类与动物的“种际应得”、“女性主义应得”以及“医疗保健的应得”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研究。实际上，从“应得”研究论域的拓展可以看出人们对待那些期盼得到的社会基本益品的态

度的变化。例如，如果性取向被认为是影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平等分配性别资源就成为关注的焦

点；如果人们认为基因工程所实现的前景（更健康、更漂亮）最为重要，那么就像丹尼尔斯（Ｎｏｒｍａｎ Ｄａｎｉｅｌｓ）
所说的那样，只有分配给人人好的基因才是他 ／她们的“应得”。④笔者认为，不论围绕“应得”的论争有多么
激烈，目标都是旨在厘清关于它的诸多疑问，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地迈向分配正义。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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